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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谈】 

 从河西走廊看“多元互构”1
 

 

施展、王剑利2 

 

一、河西地理与古代中国秩序 

     

王剑利：我来自中国的最西北边陲，那里横亘着高大的天山。农民和牧民就在山脚和山腰守

望、共生，他们能深刻地理解对方。从天山一路向东，进入河西走廊。这条狭长的绿洲连缀地带，

犬牙交错地嵌入到四个区域板块中，它夹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走

廊北山之间，从西域向东延伸到黄土高原。游牧和农耕的族群从不同的山川孔道进入河西走廊，

往来穿梭，他们既共生于此，亦彼此互相理解。这是河西走廊的历史和地缘使然。在河西走廊，

我很自然地就对农牧共生、民族交融的社会生活有种文化直觉主义的熟悉感。因此，带着对这方

土地的亲近与敬畏，我试着对它达成一种“移情式理解”。 

    施展：我再尝试从政治学角度来讨论。 

    我们在上一篇笔谈中进行过东西方对比。对西方世界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

当性的问题；而对东亚大陆包含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青藏高原等多个亚区域的这个体系

来说，历史上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这些亚区域之间，尤其是作为秩序主轴的农耕与游牧两大

区域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便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 

    持久和平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有能够衔接起各个亚区域的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在政

治空间秩序的意义上，走廊地带才是定义中国的基础所在，它们使得作为体系的中国，真正连接

为一体。河西走廊是唯一的一个同时连接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各个方向的过渡

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河西走廊才定义着中国。 

    我在《枢纽：3000 年的中国》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农耕与游牧的共生关系。这两种生产方式

之分，首先是基于气候差异带来的自然资源约束。这种气候差异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有着不同基

础。东部地区的气候差异主要是基于纬度差异，西部地区的气候差异则主要是基于大山所形成的

海拔差异。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东部地区的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主体彼此分离，少有空间上的

交错，农牧两个群体不大容易相互理解；而西部的这两个群体，就如同你的生活体验一般，在山

脚和山腰日日相望，相互就能较好地理解。所以在东部的游牧者入主中原之际，却经常需要西部

的人来帮助进行治理，因为西部的人能够同时理解农牧两个族群的秩序逻辑，成为大一统王朝的

重要粘合者。 

    王剑利：当我们策划《从走廊发现中国》这个专题时，注意到了你在《枢纽》一书中对“何

谓中国”的思考，书中展开了从过渡地带讲述“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的思路；我们同时也有幸与

数十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关注不同走廊地带的学者探讨走廊地带对于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

                                                        
1 本文为《中国民族报》2018 年 3 月 2 日第 7 版《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之一》。 
2 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王剑利，《中国民族报》理论周

刊责任编辑，人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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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意义。这些研究与讨论都带给我们重要启示。 

    我们的专题从河西走廊开篇，正是因为河西走廊确实在深刻的意义上发挥着你所阐述的这种

多元互构性的作用。它对四个亚区域的衔接性不仅仅是在地理上，更是在文化上的。单纯的地理

无法形成历史，它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形成历史，而人的活动，又必须通过文化才能形成意义

空间，从而自我组织起来，历史才得以展开。河西走廊作为重要的过渡地带，使得其所衔接起来

的四个亚区域，可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相互激活，从而使得作为一个体系的

中国，能够获得生生不息的内在历史动力，不断共生演化。  

    施展：秩序和文化想要展开，首先要面临地理这个硬约束条件。 

    人们通常认为河西走廊的东段起自位于兰州与武威之间的乌鞘岭。乌鞘岭是一个重要的地理

分界线，该山脉以东是季风区和外流区域，以西则是非季风区和内流区域。河西走廊的南侧是祁

连山，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常年积雪，雪山融水浇灌了山脚下的多片绿洲，有些地方水草相

当丰美。比如山丹县历来就是重要的马场。霍去病攻占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叹“失我祁连山，使

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便是指这里。河西走廊断续的绿洲，成为从中

原与西域交通线上的一个个中继站。 

    祁连山脉有几个重要的山口，是历史上南部的高原游牧族群进入河西走廊的通道。走廊北侧

的山脉则海拔相对较低，难以存住积雪，于是山的外侧便是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祁连山

上的融雪流下来，自东向西分别形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这三大内流河水系。由于山形地势的

原因，这三大水系都是中国少见的南北流向，穿过戈壁沙漠，注入尾闾处现已近干涸的湖泊当中。

而当年的草原游牧族群，常顺着这些水系南下，进入河西走廊的水草丰美之地。 

    我们在上一篇笔谈中谈到的古代中国的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在河西就能极为直观地呈现。

当各个亚区域处于彼此对峙状态，即外部均衡状态的时候，河西走廊就是中原与草原双方着力争

夺的战略区。汉武帝西逐诸羌，不仅开始了中原王朝对河湟地区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农耕族群

与高原游牧族群之间的冲突。对汉王朝来说，倘若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两群游牧者联合起来，将

对中原地区形成战略包围，对长安形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必须控制河西走廊以切断它们之间的

联系，为控制河西走廊，又需要进一步经略西域。而当大一统王朝实现了内部均衡之后，能够连

接起多个亚区域的河西走廊便一转成为王朝内部至关重要的一个过渡地带，让王朝所需的各种要

素通过这里而被整合起来。 

    王剑利：河西走廊在地理上是一个连接四方的十字路口，同时又自成一域。有不少学者关注

这一区域内各民族共生共育的历史。早在先秦和秦汉之际，戎、羌、氐、大夏、居繇，乌孙、月

氏、匈奴等族就活跃在这里。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来隔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实际上开启了农耕

族群与游牧族群在河西走廊上深层互动的历史。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

游牧族群在河西历史舞台上担任主角，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在进退之间，始终发生着交往交流交

融。农、牧族群因地域相连所带来的冲突和摩擦又转化为一种深刻的“糅合力”。河西走廊以宽

广的胸怀接纳了穿行在这里的各个族群，他们共同创造了河西，成就其沟通四方的历史。 

从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来说，发生在河西走廊上的农、牧族群的互动，

意义极为深远。每次冲突和对峙，实际上都会推动农、牧族群的凝聚与整合，整合的结果不仅体

现于河西走廊上各族群、多元文化的共生演化，从长远看，又为后世在整个中国格局内的农牧互

动、文化交融提供了动力和历史前提，并最终促进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二、河西走廊与“多元互构”历程 

     

1、王朝政治空间结构的历史变迁与河西战略意义的流变 

    王剑利：“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历史上，河西走廊是屏蔽关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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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西域的门户与基地，是王朝经略天下的重要枢纽，如同“国之右臂”。但河西毕竟不是古代王

朝国家的核心地带，其战略意义的具体呈现，还需要通过王朝政治空间结构的历史变迁来获得理

解。在这一变迁历程中，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施展：政治地理空间的结构变化，一般来说都与安全问题的变化相关。要注意的是，王朝国

家的安全与朝廷的安全虽然在本质上并不可分，但其侧重点却不一致。 

    从汉到清的历史中，“唐宋之变”是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王朝国家内部多有世族强藩，

中原王朝北部的草原强敌虽然对王朝安全构成威胁，但对朝廷来说，其首要威胁来自王朝内部的

强藩。比如，刘邦在刚得天下的时候想要定都洛阳，张良强调关东的强藩是朝廷的大威胁，劝服

刘邦定都长安。而如果世族太强，皇上已无力压制，只能选择与他们合作共治天下，就会定都在

世族的大本营。东汉以及魏晋定都洛阳，大多出于这一考虑。后来隋唐的强藩大本营不在关东，

而在关中，对君主来说，洛阳与长安的意义就正好反过来。汉唐间王朝的政治空间结构始终以“东

西关系”为主轴，国都不出关洛地区。 

    在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对于王朝来说性命攸关，因为它离国都太近了，一旦河西有失，国都

将直面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因为靠近国都，河西的战略意义显著，其族群格局、文化、贸易

等方面的变迁，对于王朝的影响力度也是极大的。 

    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开启了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此

后，王朝国家内部渐无强藩，对朝廷来说，北部草原上的强敌则成为主要的威胁。于是，王朝国

家的政治空间结构的主轴就从“东西关系”转换为“南北关系”。其首都也相应地转移到长城沿

线地区，倘是中原农耕王朝，则以此来防备北患；倘是涵盖中原-草原的二元王朝，则以此控御

两边。由于从辽代开始的二元王朝皆起自东北，这也就决定了，只有定都北京，方可形成对中原、

草原、东北的多方控御。 

    北京与河西相隔千山万水，河西的形势对王朝的安全而言就不再是性命攸关了。但是王朝若

想达到一个超越于草原-中原之上的持久和平之秩序安排，则必须以河西为中介，衔接起各个方

向。河西的战略意义，就此也发生深刻变迁；而河西的族群格局、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发展，也

以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方式影响王朝秩序。 

    2、文武之道——河西学脉的流传     

    王剑利：你的分析，把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置于一个宏大的时空格局中，可以解读出很多意

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河西走廊之所以成为过渡地带的历史进程以及发挥“多元互构”作用的动力

机制。这是个很大的议题，我们的专栏学者从不同角度可能都会有所呈现，相信其整体机制也会

在此学术互动过程中浮现出来。 

    河西走廊是历史上农耕和游牧对抗、互动的最前沿，也是移民屯田戍边的主要区域。自西汉

锐意经营西北，河西就成为一个农牧交错的多族群交往地带；同时，河西走廊是贯通东西的丝绸

之路的主动脉，是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融汇的通道。从西汉中后期起，河西的文化由

边荒转向繁盛，成为崇文尚武之地。边塞冲突与战争、东西文明沟通与融汇，过渡地带的特殊环

境历练出了河西走廊的“文武之道”。汉朝的河西走廊出现了大量“文为儒宗，武为将表”的两

用人才，谙熟“羌胡习性”和地理，既能驰骋沙场，亦能讲学论道，文武传家。张掖城区水溪的

主要源头甘泉，自城南分为文流和武流两翼，汇合于城北，在城北的甘泉遗迹上就曾有题额“文

武一道”。在我看来，文武之道，相得益彰，是河西学脉萌发、沿袭的独特生命力。 

    施展：这让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谈到的河西学脉对于儒家文化传承之重要性。晋室南渡之后，

在河西走廊这里先后建立过被统称为“五凉”的五个割据政权，河西学脉就出于它们对儒家文化

的保存。 

    魏晋之际，官学沦废，学问中心转以家族为载体。西晋末年，海内鼎沸，两京荡为丘墟，学

问家族四处流散，除了逃向江左之外，相对来说隔离于中原，秩序安定、经济富饶的河西走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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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重要的逃亡方向。诸“凉”的君主有汉人也有胡人，但都很重视儒家文化。公元 439 年，

北魏灭掉了最后一个“凉”国，河西学脉也就被北魏所吸收，成为它极重要的文化来源。甚至影

响到北魏后期迁都洛阳这种重大决策。 

    要理解河西学脉，还有个重要的现象值得关注。历史地理学者李智君的研究发现，河西走廊

那些传承学脉的大族，主要是自西汉时期开始在河西本地孕育出来的。河西大族的出现，甚至比

中原地区还要更早，也就让河西学脉有了更长的孕育时间。到了晋末天下大乱，中原学道废弛，

河西学脉不辍，遂显出来了。河西更早出现大族，也许可以从政治经济学上作出解释。河西走廊

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绿洲贸易通道，绿洲贸易要横穿漫长的戈壁，条件恶劣，风险很大。除非

有超额利润来对冲掉风险，没有哪个商人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垄断地位是带来超额利润的最简单

手段。所以，我们看那些绿洲地区，通常都有几个垄断性的大商人家族，这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经

济学结果。直到近代的交通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绿洲贸易的风险性急剧下降，才能够打破这种

状况。 

    在南北朝时代，读书是极其昂贵的事情，刘裕灭后秦入长安，接收的书籍不过四千卷，北周、

北齐的宫廷藏书也不到四万卷。宫廷尚且如此，民间藏书的成本就可想而知了，故而学问大族必

须得是财富大族才支撑得起。财富对学问虽不是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 

    河西学脉虽然盛极一时，到北魏灭北凉，迁走了北凉都城的主体人口，河西学脉便一落千丈。

于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原的战争，却在河西的文化上形成一种活塞效应，推动着

儒学西行，又拉动着它东归。但是，这其间的趋动力又是复杂的，还可以把观照视野放得更大一

点。 

    王剑利：视野放大的话，还可以横向作个对比。依李智君的研究，河西学脉在东汉中后期走

向繁盛，同时期的河湟谷地、黄河沿岸的塞上同样战事频繁，却并未如河西一般发展出文武并重

的文化繁荣。由此可见，河西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与门户，因丝路的开拓而带来的东西思想汇流、

多族群的交往互动，对各族风习、中外文明的兼收并蓄，为文武之道的塑造注入了超越中原儒学

的多元基因。这种在过渡地带蕴养出的文化基因，不仅是该地域的多元文化共生繁荣的重要根基，

反过来也成为刺激中原儒学成长演化的生命活力，也为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无限的

潜力。 

    3、多元共生——东西文化的交汇 

    王剑利：河西走廊“尚武”的民风不仅体现于历史上“关西出将”，还如墨迹弥散一般濡染

在民间信仰中。民间信仰通常映射着一定地域的人们最朴素的期望，亦为地方社会应对酷烈环境

进行文化调适的重要渠道。在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战争与干旱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有

研究发现，在河西走廊的地方信仰中，崇祀历代拓边戍守将领和英烈的祠庙大多分布于农牧互动

沿线，崇祀水神龙王也成为民间信仰圈层的核心之一。  

    我还曾读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一篇百姓发愿文，文中历数了十几个神灵领域，涉及佛教、

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以及自然崇拜等，祈求“一切诸佛”、诸神灵的慈悲救护。我们在实

地考察文殊山时受到的冲击也不小，不但石窟群漫山遍野，各类道观寺庙遍布前山、后山，甚至

各神灵偶像共处一室、同享供奉。 

    固然，边塞征伐、环境酷烈之地的民众对宗教信仰有更为迫切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地域

信仰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共生杂糅的鲜明特点，无不与河西走廊成为过渡地带的历史进程密切相

关。河西文化上的多元共生，亦是由冲突和沟通两大驱动力共同塑造的；同时，冲突和沟通的张

力又将这种多元性辐射到过渡地带周边的区域和族群中。 

    施展：这种共生杂糅是很迷人的。儒学在传到河西走廊之后，也和地方文化以及从西域传入

的多元文化发生融合。我们在高台县博物馆看到那个时期的大量墓画砖，砖上所描绘的各种场景，

明显能看出儒家的礼仪、农耕生活当中融入了多元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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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方面，儒学向河西的“文化西行”还使得佛教通过河西实现“文化东行”获得了重要

助力。李智君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很有启发性。佛教是来自印度的异域宗教，它要想传入儒学作为

主体文化的中原，必须先与儒学发生某种交汇，恰恰是河西使得这种交汇成为可能。西行而来的

儒学在河西无法获得政治上强大的支撑，在文化格局中并不占据压倒性优势，它就必须与异文化

共处，佛教因此获得了与儒学形成某种融合的机会。河西走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继站，才

让佛教得以传入中国。 

    有趣的是，汉传佛教得以发展的这些历史过程，经常又是与非汉人的群体相关。比如，汉传

佛教的奠基人鸠摩罗什是来自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胡人，他被前秦大将吕光从西域带到凉

州停留 17 年，并在这里形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进展；吕光建立的后凉被后秦的皇帝姚兴所灭，姚

兴又把鸠摩罗什带到长安，鸠摩罗什在此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译经事业。前秦的建立者苻氏以及后

凉的建立者吕光，都是氐人，后秦的建立者姚氏是羌人。后来鲜卑人建立了北魏。北凉的建立者

则是匈奴人。长期穿梭于河西走廊的游牧族群如月氏人，熟悉汉人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成为

佛教传译的中间力量。胡人与汉人的历史活动形成了各种互动关系，最终促成了汉传佛教的兴盛。

在佛教的传播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多元共生并不是抽象存在的，是在多种人群的

交往交流交融当中展开的。 

    王剑利：蔺海鲲教授认为轴心时代存在螺旋式回归的现象，文化的多元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

及人类的精神突破。他的研究展示出，在河西走廊，多元文化血脉相连、鲜活共生的现象比比皆

是。通过西行与东来的文化构建，多元文化不是完全融合，而是鲜活地保持其特色且共生，并发

育良好。 

    与此同时，在河西走廊上发生的儒学和佛学的共生又塑造了独特的民间文化。王文仁教授研

究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两种民间曲艺，追溯佛教宣传转化为儒家教化的痕迹。在河西走廊，我们

感受到了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的独特魅力，它们由儒学、佛学、地方传统等多种文化基因、文化

资源交融杂糅而成，河西特有的历史文化、人情风尚是其得以孕育繁荣的土壤。它们如同绿洲里

的溪流，随着说唱艺人流淌于乡间与城市，是从底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塑造河西走廊精神气质的

一个生动方式。 

    在河西考察时，武威文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武威文庙建于明代，原本是驻边官家子弟

就学的地方，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也是全国三大文庙之一。文庙位于武威市城东南隅，其

斜对面即是西夏博物馆。道路两边，幼儿园、小学、中学排列出去。在文庙的一个侧殿中，陈列

着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碑刻，其中就包括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另

一侧殿中，竖立着武威历代进士的功名碑。在文庙这样一个承载地方记忆和民众教化的神圣空间

中，孔子像、儒家追求的“天下文明”、通过科举走出武威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官吏、记录少数

民族功绩和民族互动历史的碑刻，错落交融。这种地方庙宇的空间格局，让人无法不去想象中原

与边疆、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互动的鲜活场景。文庙本是向民众实施儒学教化的重要空间和关键

中介，武威文庙却让我们去想象在多族群共居之地，民众如何各取所需，维持其意义。     

    西夏博物馆矗立着汉文和西夏文写就的西夏碑。正如碑上所记“番汉四众”，西夏治下的河

西一个多族群聚居之地。馆内所展示的生产技术和民众生活，无不反映着历史上的族群交往、文

化交流。其中，我对一部出土于武威的西夏文佛经印象尤为深刻，北宋人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

但用实物为这段历史提供佐证的，恰恰是这部用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佛经。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

北朝，武威曾经是汉译佛经的中心，至西夏统治时期，河西走廊的儒学和佛教都获得了极大繁荣。

在儒释道文化交流交融之外，先进的科技因素、生产技术亦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 

    4、 视野的敞开与激活 

    王剑利：河西走廊的历史和环境无疑塑造了西北特有的酷烈、粗粝和坚韧，同时，南来北往、

东出西进的不同族群、不同文明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河西文化的文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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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生。考察河西时，河西走廊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生命力让我深受触动。 

    施展：古人也同样深受触动，河西走廊为汉唐王朝带来了视野格局的敞开与激活，唐代的边

塞诗对此是极好的象征。唐宋之变后，那种摄人心魄的边塞诗就大幅减少了，由此也能看到河西

走廊的意义与王朝政治空间变迁之间的关联。 

    诗人的视野与精神格局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视野与精神格局，唐代雄视万里、雍容豁达的精神

格局，通过边塞诗获得最好的表达。《全唐诗》里面有约两千首边塞诗，其中有一大半指向广义

的河西意象。比如有名的“凉州词”，并非是专写凉州，而是唐代所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多位大

诗人都以此为题写过众口流传的诗篇。凉州乐舞是隋唐时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甚至唐玄宗时期

的乐曲，多以边地命名，如《凉州》、《伊州》、《甘州》之类。 

    我非常喜欢王维的一首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

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征蓬出于汉家边塞入于胡地，归雁告别中原水

草还于胡天，胡汉不再是判然对立的两方，而是在一种宏大的视野格局中连续过渡的两个自然空

间；各种斤斤计较的小气与“非我族类”的疑忌，在“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雄浑之气中，

被透视出琐屑与不堪。居延海是黑河水系的尾闾湖，诗人在这里听到数千里之遥燕然都护的消息，

河西走廊连通中原、西域、草原的空间感，寥寥数字便得以完全展开。 

    没有边塞诗，就不会有光芒四射的盛唐气象；而没有河西及西域对于诗人视野的敞开，王朝

的格局又如何才能打开呢？这些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倘若没有

它们，我们便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样子。 

    5、 天下秩序的建构 

    施展：武威（古称凉州）的白塔寺也值得讨论。与白塔寺相关的历史，这就是唐宋之变之后

的事情了。唐宋之变后，国都东迁，中原的内部秩序不再是核心安全问题，如何打造超越于中原

-草原之上的普遍秩序，成了首要问题。河西走廊的意义，便不再是密切关乎王朝的国都安危，

而是关乎一种大陆规模的政治空间建构。于是，类似于唐代边塞诗的那种表达变少了，但实际上

大一统王朝开始进入到一种更加宏阔的政治空间的塑造当中。 

    700 多年前，蒙古王爷与藏传佛教高僧在白塔寺进行了凉州会盟。正是这场会盟，为今天中

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河西走廊对中国历史多元互构性的深刻影响，于此尽现。 

在吐蕃于 842 年崩溃之后，雪域高原上逐渐形成了大量的小割据势力。过了 100 多年，在藏

传佛教进入“后弘期”之后，这些小割据势力开始与藏传佛教深刻结合。此时藏传佛教的小教派

非常多，彼此存在竞争关系，但它们所能动员的资源相差不大，除非哪个教派能够从外部获得资

源，才有可能在高原上获得特殊的竞争优势。1247 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

古王爷阔端在凉州会盟。之所以在此会盟，正是因为河西走廊是北部草原、青藏高原、中原三个

地域的过渡带、连接点，能够调动起各个地域的资源。   

借此会盟，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域；蒙古军队则得以借道高原收服大理，对

南宋形成战略大包围。与此同时，萨迦派一方面影响了蒙古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一方面又从蒙

古方面获得资源输入，在高原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在凉州会盟的数百年后，蒙古部的俺答汗与藏

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面。这次会面让藏传佛教进一步深入到蒙古民众的精神世界，格鲁

派则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教派的竞争优势。尚在关外的满族依凭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纽带，与蒙古族

形成满蒙联盟，以此为基础获得必要的军事力量，得以入主中原，进而整合起广阔的疆域，成就

了古代中国的完备形态。 

藏传佛教在清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中原及其他边疆地

区。反过来，雪域高原正是将自己融入整体的大一统王朝体系，作为其中一元存在，才得以发挥

了这种作用。 

从这种相互关联的逻辑里，可以深刻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多元互构性。河西走廊在这一历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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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各个亚区域起到至关重要的连接和互构性作用，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今天的中国奠

定着基础。 

王剑利：酒泉的钟鼓楼有四门匾额，上书“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

这些气势磅礴的词句直接勾勒出河西走廊的十字路口形象。从民族交往的角度，我们更能发现，

通过这个十字路口的贸易，河西走廊牵出了跨区域互动的庞大社会网络。根据李建宗教授的研究，

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河西走廊形成了走廊市场体系和“商贸共同体”；支撑河西走廊的农耕产

品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农耕社会，从黄土高原的关陇地区，再到中原地区，甚至到江南地区。这

些农耕区域的产品进入河西走廊地区这个中转站，进而流入周边的牧区社会。河西走廊的意义就

在于通过市场把周边地区的不同民族长期或者短期地汇聚在一起，实现关联与互动，进而形成一

个跨区域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 

 

三、近代的转折 

 

1、大陆上的南北关系与东西关系 

施展：“唐宋之变”之后，王朝的政治空间格局转化为以南北关系为主轴。清代时，南北关

系上的古代中国便已进入内部均衡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普遍性秩序的融合，中原的儒家秩序

与草原的游牧秩序，它们分别在精神表达上和空间格局感上有突破特定地理局限的普遍性诉求。

清朝以中原为腹地，以蒙古为藩屏，长城内外为一家，其结果不是两种普遍性的简单加总，而是

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普遍性秩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二元化王朝。 

但是准噶尔汗国向清王朝发起持续的挑战。自宋代以来作为根本安全问题的南北关系，至此

又转变为大陆意义上的东西关系。当然，这和后来西方人带来的海洋意义上的东西关系不是一回

事。 

王剑利：用上一篇笔谈里你阐述的概念，在康熙、雍正乃至乾隆朝初期，大陆上的东西关系

仍处在一种外部均衡状态，到 1757年收复新疆之后，就转化为内部均衡状态。无论是哪种状态，

都涉及到清王朝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如何整合的问题。黄达远教授在我们上一个专栏中阐述的

长城-天山走廊的重要性就浮现出来，河西走廊毫无疑问就构成了这里重要的一环：在内部均衡

的逻辑下，天山与河西走廊连结为一体——“张国之臂腋”。清王朝开发新疆的努力，让天山千

里沿线的游牧区转化为以绿洲形态为主的重要产粮区，将农耕区的界限从河西走廊向西北推进了

上千里。“国之臂腋”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的伊犁河谷，形成了农牧之间的巨大过渡地带。

此一努力背后有着清王朝的多重考虑，一方面是要消除历史上农、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要防

止沙俄南下。在这个过程中，清王朝统合了中原、北部草原和西域绿洲的力量，构筑起自天山南

北、经蒙古北部一直到东北地区规模巨大的塞防体系。 

施展：王朝东部的南北关系，在大陆上的东西关系下被超越，河西走廊便是王朝得以完成这

种超越时绕不开的枢纽。而背后隐含的沙俄这一背景，又呈现出一个更大格局的南北关系，王朝

内部东西南北各方向的一体化，在这一背景下悄然展开。 

2、东西关系从大陆到海洋的转折 

王剑利：清王朝完成对准噶尔汗国的征服，很快就开始遭遇来自海洋上的新的东西关系。应

对这种内蕴着古今之变的东西关系，清王朝不论是制度创新还是精神层面的自我更新，都是极艰

难的。 

施展：清王朝确实一时无法理解来自海洋的全新力量。但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案例，却可以

看到海洋秩序带来的新要素开始进入了大陆秩序当中。在 19世纪 60年代中期，左宗棠谋划平定

新疆的阿古柏叛乱，但国库空虚，军费不足。朝廷批准左宗棠向通商口岸的各大洋行、尤其是汇

丰银行贷款以充军费，以关税作为抵押。汇丰银行则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以筹措给左宗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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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伦敦金融市场是那个年代的全球资本市场，是海洋秩序的力量根基，清王朝的东部地区逐

渐融入了世界的海洋秩序。这一过程也给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让它能够以自身为中介，从

海洋方面获得资源以安顿大陆深处的秩序。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中，广义的河西走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先是坐镇兰州，

根据新疆具体情况，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总方针，把粮饷的采运、保障和武器弹药

的供应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虑。为此，他在甘肃组织屯田，以便筹措粮饷。又兴建了兰州制造局、

兰州火药局、兰州织呢局、兰州军装局等，基本上满足了入疆平叛大军的武器和后勤需求，并为

西北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准备开战之际，左宗棠又从兰州移驻肃州（今酒泉），以掌握全

盘情况，新疆前线的指挥权则授权出去。在整个过程中，河西走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思考到这一层，我们就会触碰到一些更深的问题。在现代的海陆秩序结构之下，我们必须从

过去的大陆东西关系的层面上，再一次实现超越，才能理解当下的中国。我们必须在新的层次上

发问，该如何理解河西走廊在当下的战略定位？它对于大陆深处的秩序，如何才能起到一种压舱

石的作用？我们在清代所看到的一系列历史经验，对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启示作用？这些都值得

我们深刻思考。 

王剑利：在我对河西的理解中，其历史所构造的意义延续至今，成为一种地方认同的底色，

既是这里的人们从祖辈承袭来的文化基因，也是他们建立自我的方式。在考察河西的途中，蔺海

鲲教授和他的老学生小马哥盛情招待，精心设计行程，让我们领略他们引以为豪的地方文化。他

们沿途召来各路朋友，一位“老民勤人”曾对我说道：“我家从清朝就在这里了。”“我们只要还

待在这里，就是为国家作贡献。”他的话，使我恍然明白我对河西那天然的亲近感从何而来。“这

里”，并非我们慎终追远的祖地，却是我们情浓血浓的家。不论你来自哪里，不论你是哪个民族，

“这里”就是我们共同建设、共同驻守的家园。 

我们期待在河西走廊专题诸位学者的文章当中，开启跨学科、跨视野的对话，不断打开新的

问题域，不断激发更多更深刻的讨论，在持续辩难的过程中，从走廊地带发现中国。 

 

 

 

【对  谈】 

从“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看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
1
 

 

施展 王剑利2 

 

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重述中国” 

 

王剑利：当前社会上的历史热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这十余年间，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和思考也

越来越深入。出现历史热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内、外各种秩序的深刻

变化，过去我们用以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的参照系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人们因此也陷入种种

身份焦虑；为了再建参照系，化解身份焦虑，人们便不得不重归对于历史的思考，尝试整体性地

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因此，国人对历史的关注，今天已经走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就是开

                                                        
1 本文为《中国民族报》2018 年 2 月 2 日第 7、8 版《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之七》。 
2 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王剑利，《中国民族报》理论周

刊责任编辑，人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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